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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推类逻辑思想的发生与形成

摘  要：本文将通过对“类”观念酝酿到萌芽，先秦诸子的推类思想，以及《墨辩》中推类思想的论述，梳理中国古代推类逻辑思想的发展历史脉络，探讨推类逻辑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是什么”指中国古代推类逻辑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地位，以及其理论体系与发展演变，如先秦诸子的推类思想，推类观的成熟，《墨辩》三物逻辑中的推类思想。“为什么”指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的推论依据和形成条件，主要是类观念作为逻辑范畴被提出和使用，推类意识在论辩活动中走向成熟。“怎么样”指中国古代推类逻辑思想的应用及其谬误分析。作为中国逻辑主导推理类型的推类，经过了“类”概念的酝酿和发展，“推类”意识的萌芽和成熟，“推类”论证模式的建构与完善，它的形成和定型是由后期墨家完成的。《墨辩》立辞“三物逻辑”的理论体系以《小取》为纲要，围绕“故”、“理”、“类”展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代表着中国古代推类逻辑思想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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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rrence and Formation of Analogous Inference Logic in Ancient China

Abstract: By discussing the idea of "Lei", the thought of inference put forward by the pre-Qin scholars, and the inference logical ideology in Mo Bian, this article will car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nalogous inference logical ideology, and make a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what”, “why” and “how” about ancient Chinese analogous inference logical ideology. "What" refers to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of the inference logical ideology, and it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inference ideology of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the maturity of the inference notion, and the inference in the logic of San Wu. "Why" refers to the basis and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nalogous inference, mainly because the concept of “Lei” was put forward and used as a logical category, and inference consciousness has tended to mature in the debate activities. "How" refer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nalogous inference logical ideology and its fallacy analysis. As the primary type of reasoning in Chinese logic, the inference was formed and stereotyped by the later Mohist, after the brew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Lei", the budding and maturation of the inference consciousness,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inference demonstration model.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an Wu logic , which revolves around "Gu", "Li" and "Lei", has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ancient Chinese analogous inference logical ideology, took the Xiao Qu as the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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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为了在论辩中获胜，论证自己的学说，反驳别人的观点，都十分注重辩论时的逻辑思维。[footnoteRef:0]因而思想家们对论辩中的逻辑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故、理、类等逻辑范畴以及论辩方法和法则被提出和使用，以“类”为基础，以墨辩为典型的中国古代推类[footnoteRef:1]逻辑，在这个长期的研究和探索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与定型。推类逻辑思想，生于古代社会生活实践尤其是分辨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类观念，长于先秦诸子在论辩中宣说和运用的推类思想，成于墨家辩学的三物逻辑。崔清田先生认为：“以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同异为依据的‘推类’（或‘类推’），成了古代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推理。”孙中原先生在《论中国逻辑研究》中说过：“总的来说，秦汉至清代，无高于墨辩和荀子名学的逻辑体系产生。”[footnoteRef:2]汪奠基先生指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推类比证的形式是最突出的，也是最值得研究的一个特点。”[footnoteRef:3]中国古代不仅确实存在推类逻辑思想，而且推类思想发端很早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得到了丰富和完善，推类逻辑的最终形成与定型是由后期墨家完成的。而推类，在中国古代逻辑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footnoteRef:4]，更是被思想家们期许着毕天下之能事[footnoteRef:5]的广泛意义。因此，推类逻辑思想的发生与形成，是一个需要提出和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0:  孔子设私学传授其学说。墨子将“谈辩”作为墨家的首要任务，《墨子·耕柱》云：“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孟子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仍表现出十分重视论辩，“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滕文公下》）。在当时，聚徒讲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诸子“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荀子·儒效》）]  [1:  “推类”这一称谓是由墨子和后期墨家学派在丰富的辩学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墨辩·经下》云：“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先秦诸子的论辩十分重视推论，这种推论又以事物、现象间的类同、类异关系为依据，因此，先秦时期多以“推类”或“类推”称谓推论。一般地说，推类与类推可视为等同的概念。古代文献中没有对“推类”和“类推”做明确区分，据孙中原先生考证，“推类”也被后世许多学者变通地说成“类推”。《墨辩》对“推”的阐释：“在诸其所然未者然，说在于是推之。”对“类”的具体阐释和“推类”的完整定义于正文中展开，兹不赘述。]  [2:  孙中原：《论中国逻辑研究》，《哲学与文化——中国逻辑专题》台北：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第355期，第8页。]  [3: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页。]  [4:  推类在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中占主导地位，是因为推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广泛讨论并应用，十分重视的一种推理；推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国逻辑区别于其他逻辑传统的重要体现。]  [5: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易·系辞上》）] 

“类”是推类逻辑思想的基础，因此要研究推类逻辑思想的发生与形成，首先需要认识中国古代类观念酝酿到萌芽的过程，了解类观念从产生到成为逻辑范畴的历史演变。其次要了解先秦思想家们有关推类的思想，认识推类逻辑思想逐渐丰富完善的过程。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本文第三部分将重点论述《墨辩》中的推类理论，对类的定义、推类方法以及推类谬误等内容进行考察。

一、中国古代类观念的酝酿到萌芽
——从特殊到一般的演进
“类”是推类的基础，讨论推类逻辑思想的发生与形成，不能离开对“类”范畴产生和发展的研究。黑格尔说：“宇宙中以及自然中有心智、理性，又如我们谈到自然里面的类，这些类就是普遍者……这个法则，这个心智，这个理性本身是内在于自然中，是自然的本质。”[footnoteRef:6]“类”概念几乎在人类的逻辑思维诞生时就诞生了，并且“类”概念的意义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因此，“类”范畴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类逻辑思维发生发展的历史。从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自“类”字出现至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范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类”的意义也经过了多次演变和发展。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只有准确把握了“类”概念，丰富完善“类”概念以为己所用，才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超越直观的感觉经验，形成理性的理论思维，从而形成一套自觉的认识世界的准则和方法，把握思维规律，避免理论上的谬误。沈有鼎先生说：“‘类’字在古代中国逻辑思想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我们必须给以正确的解释。”[footnoteRef:7]参照学界有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类”转变为明确的逻辑范畴之前的概念含义概括如下： [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43页。]  [7: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1） 与古代传说中的兽名有关。《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檀爱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这是说“类”指一种栖居于檀爱之山的能够自孕繁衍的兽。《说文解字》对“类”字的解释为：“类，种类相似，惟犬为甚。”“类”的本意是指一种相似性，而在犬当中这种相似性是最为突出的。“类”所指的到底是哪一种兽，是类于狸或犬的某种兽，还是专指犬的相似性，暂时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断定，但至少能够断定“类”字的本义与兽名有关。
（2） 与古代的祭祀有关。特指用特别的形式或特别的事故祭告天与天神。《尚书》有云：“肆类上帝，禋于六宗。”类，祭名，后以“肆类”称祭天之礼。“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礼。”（《礼记·王制》）郑玄注曰：“类、宜、造，皆祭名，其礼亡。”“类”与祭祀有关在《周礼》中亦有记载：“凡天地之大哉，类社稷宗庙则为位。”（《周礼·春官宗伯上》）“掌六祀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四曰荣，五曰攻，六曰说。”（《周礼·春官宗伯下》）《诗经》中也记载了“类”作为祭名，“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诗经·大雅·皇矣》）可见，“类”是与宜、造、祃等并列的祭祀仪式之一。
（3） 意为“善”“美好”。“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诗经·大雅·皇矣》）朱熹注曰：“克明，能察是非也；克类，能分善恶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强御多怼。”（《诗经·大雅·荡》）“义、类，皆善也，谓善人。”[footnoteRef:8]“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诗经·大雅·桑柔》）毛诗注：“类，善也。”“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虽有符节见行，曰非诚质者也。”（《周书·官人》）“勤施无私曰类。”（《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尔雅》云：“类，善也。”“类”被赋予了善的含义，象征美好的德行，“不类”即不善，“败类”即败善，“克类”即明辨善与不善。“类”作为祭名或善名的含义，尚不具备抽象的、普遍的、一般性的意义。 [8:  袁愈荌，唐莫尧：《诗经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6页。] 

（4） 指“族类”。在古代文字中，“类”字和“族”字同义。[footnoteRef:9]因此在古代文献中多有“族”“类”连用或并举的情况。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教之训典，使之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也有“类”字单独使用表示族别的情况，如“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国语·晋语》）“彼无亦置其同类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将天下是五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国语·鲁语》）韦昭注曰：“同类，同姓也。”属于同一族的便是同类，不属于同一族的便是非类。“类”已经开始含有某种属性相同这方面的内涵，“族类”也是事物的类别，此时的类概念应该是与事物间的联系与差别有关，亦是对事物分类的认识结果，已经开始具有初步的逻辑意义。 [9: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9页。] 

（5） 表示相似或相像。“肖、似，类也。”（《广雅》）”“公问名于申襦。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左传·桓公六年》）这里“类”的意思就是与某物相像、相似。“董褐既致命，乃告据赵鞅曰：‘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国语·吴语》）就是说观察其脸色，像有大忧的样子。“类”表示相似，更加接近了“分类”“类比”当中“类”的含义，也表明此时仍然处在“类”成为逻辑范畴的萌芽阶段。
（6） 指事类、物类。“物象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应之于群生。”（《国语· 周语》）“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左传· 昭公二十五年》）“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左传· 昭公七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乾卦·文言传》）“类”指物类、事类、类别，具有事物相同属性的意义，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事物联系的认识愈加抽象化。
以上列举的“类”字的主要含义，是随着历史发展扩充、转换的结果，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footnoteRef:10]“类”最初为兽名，后来又作为祭名，进而发展出“善”的意思，这与古代氏族观念和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祭祀制有关。到春秋战国时期，“类”被赋予了族类、相似、事类、物类等含义，这也是生产力逐渐发展，社会实践日益深入，思想文化渐趋繁荣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认识愈加深化，虽然并未达到完全逻辑抽象的程度，但已经开始具有逻辑意义，是逻辑“类”范畴的思想萌芽。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5页。] 

“类”最原始的意义可能是指《山海经》中记载的某种兽，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这种“牝牡相生”的兽成为了某一氏族或部落的图腾，进而成为祭祀的对象，便被确定为一种祭祀形式，用作祭名。继而合乎祭祀形式到合乎德行标准即达到“善”。祭祀活动亦可在参与祭祀人员之间表现亲密关系，传递私密信息，一同参加祭祀活动亦能加强亲密关系，因此，便有了“族类”的含义，这一含义与“祭名”具有一定的联系。“兽名”到“族类”概念的出现，这说明随着社会实践的横向扩展和纵向深入，人们认识眼界更加开阔，抽象思维能力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侯外庐先生指出：“在古文字中‘类’和‘族’同义……即类别是族别，也即是与古代地域区别相对待的氏族血缘区别，绝无逻辑意味。”[footnoteRef:11]但在我们看来，“族类”也是事物的类别，这一含义的出现能够表明人们分辨思维能力更加提高，对事物种类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因为“族类”概念把“类”与人群的分类联系在一起，人们对“类”的认识不再是专指“兽名”、“祭名”或是“善”，而已经开始由特殊向一般发展。吴建国先生认为：“把‘类’和种族的划分连接在一起，使‘类’具有了最初的逻辑上的类概念的因素。‘族类’的概念不可能孤立地产生，与‘族类’概念产生的同时，必然产生对其他事物种类关系的意识，必然产生其它事类、物类等概念。”“族类”概念是“类”用以概括属性相同事物的开始，进而使得对整个客观世界进行分辨、概括成为可能，直到“类”又发展出“事类”、“物类”等含义，中国古代类观念已完成了从特殊到一般的演进，为其后逻辑意义上“类”范畴的产生以及推类思想的形成创造了理论前提。 [11:  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9页。] 


二、先秦诸子的推类思想
——推类观在思维实践中的发展与成熟
1、 孔子的类推，“能近取譬”、“举一反三”，最初的推类意识和实践。

孔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早论及“类”的人之一，他虽没有明确提出逻辑意义上的”类“范畴，也没有概括出“推类”，但他十分关注和重视分类思维，也注重推类的应用，他不仅有自己分类的标准和体系，还在“知类”的基础上发展了推类思维。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这体现了教育家孔子在教学方面的推类实践。当老师给出方形的一个角，学生就要由此一角而知其余三个角。主张要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道其它同类的事情，这是孔子要求他的学生要善于学习，能够由此及彼。方形的四个角是同类事物，由一角出发，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进而知道其余三角，这实际就是一个推类的过程。
孔子不仅认识到思维具有“推知”的作用，还提出了具有一定逻辑意义的推论方法。“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关于实践“仁”的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说文解字》对“譬”字的解释是“喻也”，“能近取譬”就是说就近选取相配、相合的事物作为喻体，以明晓并实践仁。
孔子所言其实主要不是指方法，而是指属类，因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其实质含义是以“己”推“人”，将自己类比于他人，也将他人类比于自己，故是一种“譬”；自己是离自己“最近的”存在物，故说“近取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是由自己所不想要的推出他人不想要的，得到不要强加于人的为人守则。“举一反三”主要是关于同种类事物关系的类比推论问题，而“能近取譬”则是关于伦类关系的道德伦理推论问题。这两个典型例子体现了孔子在探讨教学和伦理问题中具有推类意识。而这种以事物的类似性为依据的推论在孔子的求知方法、伦理和政治智慧中还有很多例证，如：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治长》）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

“闻一知十”、“闻一知二”、“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以及“虽百世，可知也”都是由已知推到未知的思维过程，[footnoteRef:12]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推论形式、规则和方法，但作为最初的推类意识的产生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12:  引用的《论语》例证中，（第一则）子贡听到（知道）一件事可以推知两件事，而颜回能听到（知道）一件事可以推知十件事。不管是听到一件事可以推知两件事还是十件事，都体现了一个由已知到未知推论思维过程。而“弗如也”也表明了孔子十分注重推知能力。（第二则）告诉过去的事（已知的事）就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未知的事）。孔子的回答也是和举一反三类似的含义。（第三则）温习旧的知识而得到新的体会（获得原来所没有的新的感想）。（第四则）孔子回答子张的话就体现了一个推论的过程，在孔子看来由这个过程可以推知未来十世乃至百世（的礼仪制度）。] 


2、 墨子关于思想论证的“察类”和“明故”的逻辑意识与要求。对于类和故的关系，矛盾反驳法中推类的讨论。

墨子在论辩当中运用“类”概念最多[footnoteRef:13]，不仅强调“知类”、“察类”，还提出了“察类明故”的思想。“类”何以得到墨子如此的重视呢？因为“类”是“说”的基础，而“说”是先秦思想家重要的谈说论辩的语言形式之一；在“类”与“故”的关系上，“察类”是“明故”的前提，只有明确了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区分了不同类别的事物，才能针对某一类事物提出见解，并提出这一见解背后的理由、依据，才能正确理解其他观点和其背后的理由，唯如此才能在论辩中常常得胜，宣说自己的观点。比如： [13:  墨子所言之“类”的基本意义是“种类”，即具有某些相同属性的事物的集合。墨子在论辩中为了反驳对方，常常会对两个事物的同类或异类作出判断，并说明同类可以类推，而异类事物不可类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 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墨子·公输》）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墨子·公输》）

“不可谓知类”“为与此同类”表明了墨子在论辩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类”的把握，通常从最基础的“类”入手，论证同类或异类，从而进行正确的推论，以驳倒对方的观点。在墨子看来，公输盘“吾义固不杀人”[footnoteRef:14]是不知道“杀少”与“杀众”同是“杀人”之类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公输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论辩的结果自然是“公输盘服”。墨子见到楚王，又论述楚国攻打宋国与患盗窃病的人“同类”，使楚王认识到伐宋不仅会伤害道义，且于己也无好处，这场论辩，亦是墨子运用推类论证自己观点的例证。 [14: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公输盘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墨子·公输》）] 


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言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墨子·非攻下》）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馀；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馀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馀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墨子·非攻下》）

这是说，墨子“察类”是以事物的本质属性作为区分依据，而不是表面特征。这种“类”即本质思想，体现出了“类”已经成为真正逻辑意义上的“类”范畴。为了反驳好战之君的观点，墨子指出要认识到“攻”与“诛”本质上的不同，它们并不属于一类。墨子还指出，吞并他国“此譬犹医之药万有馀人，而四人愈”，这样跟医治万余人却只治愈四人的庸医属于同类。
墨子以言辞游说谈辩，以“类同”作为推类依据，以“不类”反驳对方的推类。“故”是立辞的理由，“类”是“故”得以提出的基础。墨子明确地把“知类”和“明故”联系起来，作为立辞与辩说的基本原则。

3、 孟子对“类”概念的强调，比附方法的普遍应用。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极力排斥杨朱、墨翟学派，并以战胜邪说，捍卫“孔子之道”为己任，故重视辩论，重视逻辑思维。孟子虽极言辟杨、墨，但又不免接受墨子的影响，他袭用了墨子学派所发现的类范畴，以之为比附的依据，也十分重视对“类”的研究。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行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同一类就是“举相似”，指具有共同属性或相似属性的事物的集合。他认为麒麟与走兽，凤凰与飞鸟，太行与丘垤，河海与行潦各为一类，圣人与民，也是一类。这正如不知道别人的脚却仍然可以做出鞋子，是因为天下所有人的脚都是相似的。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孟子·告子上》）

白羽、白雪、白玉三者（虽然是不同的事物，但）所具有的“白”的属性是一样的，因此它们都属于“白”的类。
孟子将“相似”作为“类”的基本含义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对同类事物本质属性的考察，认为一个类中还有不同的小类，以及表面上看似大体相似可归为一类的事物在本质上却很不同。

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不仅考察了类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即类同；还分析了类与类之间的差异性，即类异。他十分重视“类”概念及分类思维在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和施政为人中的作用。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重视“类”概念的同时，还蹈袭了墨家主张的“异类不比”。如：

孟子谓蚳蛙[footnoteRef:15]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15:  蚳（音chí）蛙：齐国大夫。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6页。] 

蚳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蚳蛙则善矣； 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者？”（《孟子·公孙丑下》）

在孟子看来，有官守与无官守，有言责与无言责并非同类，不能同一比论，而齐人仿效孟子的比喻方式诘难，是“不知类”的表现。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有仕於此，而子悦之，不告於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则可乎？何以异於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其伐燕，有诸？”曰：“未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孟子·公孙丑下》）

这就是说，肯定“有道”征讨“无道”与肯定“无道”之间自相征伐不是同类。孟子即用这种异类不可比附推论的道理来反驳他的论敌。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就是说，“不为”与“不能”是两类不同的行为，不能用不同类的事物比附推论。
孟子不但运用了“类”的概念，指出了“类”的定义，分析了不同类之间的差异性、同类之间的联系，并且以这些为依据，发挥了“推”的方法。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怀着政治抱负游说诸侯，宣说他的政治伦理主张，在此过程中形成并运用了寓言明理、博喻巧譬的推类思维方法。《孟子》全书261章，其中运用比附方法论述问题的有61例。孟子主张的“推”侧重对“仁”的发展，多表现为“推己及人”的伦理道德规范及社会秩序上的论证方式。在孟子看来，“推”表现为不仅尊敬赡养自己的老人，还由此推及到尊敬赡养别人的老人，由爱护自己的孩子，推及到爱护别人的孩子，推“仁”，推“爱”，“推恩足以保四海”。孟子将“推己及人”的伦理的事理延展到政治上，延展到捍卫儒学的论争上，形成了孟子的推类思维方法，造就了他的语言逻辑艺术。他在谈说论辩当中运用这种论证方法，从生活中众所周知、司空见惯的事情入手，比喻生动自然，层层推进、环环相扣、以谬制谬，从而战胜论辩对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从双方都熟悉的生活小事发端，从友人、狱官到国家的统治者，引导齐宣王步步推论，对不信不义的友人要抛弃，对管理不力的狱官要罢免，那么对于一个不能将国家治理妥善的君王应当如何处置呢？显而易见的推论答案使得齐宣王陷入窘境，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轸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轸则不得食，则将轸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下》）

有人问到，“礼”相较之食物，相较于娶妻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孟子以金子和羽毛的重量比较进行类比推论，指出任国人的问题在于将不同类的事物比附推论，从不当的比较和类比中得出了荒谬结论。孟子形象地指出，如果不采用同一的标准，就可得出放在高处的寸厚木块比高楼还要高的谬论。
孙中原先生指出，孟子的这一场辩论等于指出了类比推理的规则：类比的性质应该是本质的，类比的过程应该采取同一标准。[footnoteRef:16]孟子的推类思想主要是对事物事件做出定性分析，通过对基本性质的判断和比较，论证自己的观点并给人们的决策提供参考。 [16:  孙中原：《诸子百家的逻辑智慧》，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局限性[footnoteRef:17]，孟子对于推类思想的思考和研究还不够深入，比如对“类”概念的认识，在孟子看来，同类者即必有相似之处，这只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相似性的认识上。因为对“类”概念认识不清，那么“推类”也就难免产生谬误。对于孟子推比失当的错误，王充批评说：“孟子非之，是为太备矣。”（《论衡·刺孟篇》）荀子也批评孟子“甚僻讳而无类”（《荀子·非十二子》）。[footnoteRef:18] [17:  历史的局限性主要是指由于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影响，人类逻辑思维发展阶段的限制，孟子对推类的研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和逻辑传统。自身的局限性是指孟子对墨子学说的极力排斥使得他对墨家辩学的认识不够全面，对类观念以及推类的思考还比较直观。他的比附方法貌似“类比”，但实际上内在的逻辑并不严谨。]  [18:  《荀子·非十二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4、荀子正名思想中的推类单、兼、共、别之名间的类推：“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推而共之”、“推而别之”。

集诸子百家之成而独树一帜的荀子，在论辩的实践当中继承并发展墨家的“类”、“故”、“理”等概念，尤其发展了关于“类”范畴的学说。荀子系统地阐述了“类”范畴的逻辑意义，使“类”范畴在先秦逻辑推论中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这些思想主要见于他的正名思想当中。荀子认为，知类才能正确地做出判断。他不仅将知类作为制名、析辞、立说的基础和根据，还提出了“物各从其类”，“类不悖，虽久同理”[footnoteRef:19]，“推类而不悖”等思想。 [19:  《荀子·非相》云：“类不悖，虽久同理。”] 

荀子强调知类，他认为准确把握“类”范畴，能够超越人们经验的感性认识，而达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荀子·儒效》）

人们的认识只有做到“知而能类”，才能超越感性认识的局限，达到“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由已知推到未知的逻辑推理的理想水平。荀子还说：“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虽久同理。”（《荀子·非相》）在同类事物当中可以由此推彼，有时甚至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类不悖，虽久同理”，亦能把握相同的性质和规律。
荀子认为事物有不同的类别，同类事物都有相同的道理，即“物各从其类”。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 （《荀子·劝学》）

荀子十分重视名实关系，并在《正名》当中进行了深刻、完整的论述。他指出了“制名”的意义：“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荀子还考察了制名和用名的逻辑方法，提出“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荀子·正名》）这里，荀子认为，名是用来指实的，事物有同有异，同实就要同名，异实就要异名。“单”，单名，指单称词，即一个字构成的语词。“兼”，兼名，指兼称词，即几个单称词构成的语词。当用单称词就可以准确的指称事物时，用单称词，而如果单称词不足以准确指称时，要用兼称词。[footnoteRef:20]如果在指称事物时使用单称词与使用兼称词不互相冲突，就可以共同使用这些词来指称。 [20:  单名和兼名的使用，例如要指称某一动物时，可以用“马”、“牛”等单名；如果还需要进一步指明该动物的某性质，比如什么颜色的动物时，就需要用“白马”“白牛”等兼名来指称。] 

荀子对名作了逻辑的分类，他把名分为“共名”、“别名”、“大共名”、“大别名”。大共名是外延最大的普遍概念，大别名是外延最小的单独概念。“共名”是一类事物共有的名，“别名”是一类对象中的一部分事物，“共名”和“别名”的关系是属种关系，是大共名（普遍概念）和大别名（单独概念）之间的不同层次的类名：

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荀子·正名》）[footnoteRef:21] [21:  荀子认为，人们所想要认识的大千世界，万物有同有异，如果需要指称具有某种相同性质的一类对象即“欲遍举之”时，就要用“共名”，“共名”继续“遍举”，会有更大的“共名”，“至于无共然后止”概念概括的极限所得到的就是“大共名”。如果需要揭示事物的差别性，认识范围缩小，即“欲偏举之”时，就要用“别名”，“别名”继续“偏举”，会有更小的“别名”，“至于无别然后止”概念限制的极限所得到的就是“大别名”。] 


荀子对名的逻辑分类，与《墨辩》把名分为“达名”、“类名”和“私名”的分类[footnoteRef:22]基本上是一致的。 [22:  参见《墨子·经说上》：“名，达、类、私。”《经说上》云：“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达名相当于荀子的大共名，是外延最大的范畴；类名相当于荀子的共名和别名，即一般的普遍概念（类概念、属或种概念）；私名相当于荀子的大别名，即单独概念。] 

荀子认为辩说应当“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荀子·正名》），是要求准确运用“名”和“辞”，根据类的关系进行推理不产生悖乱。
“推而共之”与“推而别之”联系起来就揭示了客观事物类属联系的逻辑特性，即“大别名—别名—共名—大共名”这一名的类包含关系链条。荀子基于对这种包含关系的明确认识，在逻辑上总结出了“推而共之”和“推而别之”即概括和限制这两种“制名”（明确概念）的方法。

三、《墨辩》立辞“三物逻辑”中推类思想的形成
——推类逻辑思想的形成确立

《墨辩》亦即《墨经》，是《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和《小取》六篇的统称。[footnoteRef:23]一般认为，《墨辩》中的推类理论是后期墨家在系统地研究了先秦时期的推类实践之后所提出的。沈有鼎先生说：“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到了《墨经》就如同登上高峰一样。《墨经》不仅在古代，就是现时，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footnoteRef:24]《墨辩》对于推类逻辑思想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墨辩》对逻辑推理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推类理论。 [23:  《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均以“经”为名，所以被称为“墨经”。清汪中将这四篇与《大取》、《小取》合称为《墨经》。西晋鲁胜第一次称这四篇为《墨辩》：“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清孙诒让认为《墨经》即是《墨辩》，是包括大小取在内的六篇，胡适也如此认为。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墨辩》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笔者也同意这种看法，故本文也在此意义上使用。]  [24: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页。] 


夫辩者……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小取》）[footnoteRef:25] [25:  以下引自《墨辩》诸篇的内容，均只注篇名。] 

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经说下》）

这是说，辩学是把客观存在的万物的本来面目抽象地反映出来，说明《墨辩》认为客观事物是可知的，人具有认识能力，且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不同的。[footnoteRef:26] [26:  参见杨沛荪主编：《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6－87页。] 

墨子重视“察类”和“明故”，《墨辩》在此基础上，总结前人经验和方法，为了使自己的学说获得他人的赞同和支持，在论辩中取胜获得认可，就要讨论“立辞”（《大取》）即命题的成立。命题的成立，需要相应的理由和依据，因此，《墨辩》深入研究了“立辞”理论，形成了“故、理、类”三物。《大取》中有对“故、理、类”的较为集中而概括的说明：

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这表明，《墨辩》认为，须故、理、类三物齐备，命题方可成立，立辞因得以完成。

1、“类”的两种界说：①“有以同，类同也”，广义的类推；②“一法之相与也尽类”的严格的“类”定义。

有效推类的关键，在于对“类”是什么（换言之，即如何方为同类，如何方为异类）这一问题的准确回答，为了达到对事物类的准确把握，墨家提出了对“类”的两种界说。如何判定事物是同类还是异类，《墨辩》就事物间同异关系提出了“类”与“不类”的原则界说。《经说上》曰：“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

同，重，体，合，类。（《经上》）
（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经说上》）

这是说，两个不同的名皆指一实是重同，如犬和狗。部分包含于总体是体同，如白马是马的一部分。处在同一个地方是合同，如桌椅处在一室之内。事物在某一种属性上有相同之处，如牛马在“四足兽”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就是类同。

异，二，不体，不合，不类。（《经上》）
（异）二必异，二也。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经说上》）

不存在部分与总体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体同。不处于同一个地方，就不是合同。事物没有相似的属性，那么就是不同类。
《墨辩》规定了“类名”的含义，这一定义使得“类”作为抽象的逻辑范畴具有了确定的理论解释。

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经下》）
（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经说下》）

这是说，法同一类尽相符合，就像方形相合于矩，这便是以方归类的道理。[footnoteRef:27]法，标准。相与，相同。凡符合标准（属性相同）的，就是同类。凡具有方的性质，就是方类。在方类中，事物各不相同，但不论是方木还是方石，都不妨害它符合方的标准，即都属于方的类。“一法之相与也尽类”对“类”的定义更为严格，超越了相同的实、相同的处所等等事物就其一点的相似，而更加强调“法（理）”同，即性质的相同。 [27:  参考罗炳良，胡喜云：《墨子解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2、论辩中的类推方法：以类取、以类予，或假效辟侔援推等论式中的类推分析。

《小取》是墨辩逻辑体系的一个大纲[footnoteRef:28]，其中有对辩学的比较全面的说明： [28:  沈有鼎认为，《小取》有完整而简明的辩学体系。莫绍揆认为《小取》讨论辩的性质，其对象及内容，可以说是总论（或绪论）。详细叙述参见孙中原：《论中国逻辑研究》。]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以类取，以类予。”《说文解字》有“予，相推予也。”“以类取”，是依照类去选取支持的理由和依据，即由个别推至一般，由一类中的部分或全部个体具有某种属性，得出该类的普遍属性，这是一种分辨和归纳思维方法。“以类予”是依照类去推出结论或是证明命题，即从两对象同属于一类，由其中一方具有该类的本质属性，推出另一方也必然具有这种属性，既包括了由大类推至小类的演绎，也包括了大类中不同小类之间的类比。取和予的方向是相反的，“以类取，以类予”是两种方向不同的思维方法，也是《墨辩》对或、假、效、辟、侔、援、推、止等具体论式的概括。

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小取》）

这是概括了“辩”的思维形式：或、假、效、辟、侔、援、推。“或”，是并不都如此。“假”，是现在不如此。“效”，是为事物立标准，并以之评判是非。符合标准的，就是对的；不符合标准的，就是错的。这就是“效”。“辟”，是举别的事物来说明这一事物。“侔”，是两个词义相同的命题可以由此及彼。“援”，是说“你正确，我为什么不可以正确呢？”“推”，是用对方所不赞同的命题，论证它相同于对方所赞同的命题，以此来反驳对方的论点。[footnoteRef:29]下面举例说明一下墨辩的论式。 [29:  参考罗炳良，胡喜云：《墨子解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76页。] 

或。“或也者，不尽也。”“尽”指全称肯定判断[footnoteRef:30]，“或”是并不都如此，《墨辩》以之为表达特称判断与选言判断的形式。如“彼，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经说上》），就是一个选言判断，它具有选言判断“p∨q”的典型形式。“偏也者，兼之体也。其体或去或存，谓其存者损。”（《经说上》）“或”在《小取》中，是针对选言判断各选言支之间所具有的选择关系逻辑性质的论式，在墨家辩学中概括了选言判断所特有的一般形式，具有普遍意义，而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选言判断。“或”本身指的是选言判断，但以选言判断为前提可以构成选言推理，因此，“或”在《墨辩》中也表示选言推理。 [30:  参见杨沛荪主编：《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3页。] 

假。“假者，今不然也。”假，现在还不如此，即假设，逻辑上指假言判断。在《墨辩》中还表示由假言判断做前提构成的假言推理。假言推理的前提中，假言判断后件所代表的事物情况不一定是当前事实，它的成立是以前件的存在与否为前提的。墨辩还对有关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多样关系进行了分析。“故，所得而后成也。”（《经上》）“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尺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经说上》）[footnoteRef:31]这是说，“故”是产生结果的条件或原因。“小故”存在，不必定造就某结果，相当于假言判断的必要条件；“大故”存在，必定造就某结果，相当于假言判断的充分必要条件。《墨辩》中提及的假言判断有“贞（负）而不挠，说在胜”（《经下》）当且仅当可负载的力大于作用力时，负荷物不会弯曲，它具有“p←→q”的形式，属于充分必要条件的假言判断。“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经说上》）说明“得是而喜”是“利”的充分必要条件。“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经下》）知道狗却自称不知道犬，就是犯了“重同（二名一实）”的错误。这是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具有“p→q”的形式。“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经下》）只有“可非”，才能进行“诽”，表达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具有“p←q”的形式。又如“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经说上》）这是说，“虑”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 [31:  《墨辩》指出假言判断的条件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必要条件“小故”，另一种是充分必要条件“大故”。] 

效。“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即效就是提供一个推理模式和标准[footnoteRef:32]，以这个标准为依据，符合标准的就是该标准所指的一类事物，不符合标准的就不是所指的一类事物。如“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上》）凡符合轮人“规”之标准的就是圆类，不符合的就不是；凡符合匠人“矩”之标准的就是方类，不符合就不是。这种论式进行的依据，是凡同类者都具有某种相同的内在属性的逆运用，运用分辨思维，以固定的标准去区分类别。沈有鼎先生指出：“‘效’这一论证方式就意味着演绎推论。”[footnoteRef:33]为何称之为“演绎推论”呢？因为“效”已经具备了三段论公理所描述的基本原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公理的具体内容是：对一类事物的全部有所断定，那么对该类中任一事物也必定有所断定。 [32:  “效者，为之法也”，“法”的意思是被作为标准、原则、模型及范式的东西，这里是说，“效”就是某种法。]  [33: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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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表示P类包含M类，即所有的M都是P,所以，包含于M类的S也必然被P类所包含，即所有的S是P。“中效”相当于三段论的第一格，推论依据如图1所示，其结构式为：

所有M是P,
所有S是M,

所以，所有S是P。

以一具体运用“效”式推论例子来证明这一推理过程，例如：
凡一中同长的图形是圆形；（效）
此图形是一中同长的图形；（所效）
所以，此图形是圆形。（中效）

图2表示M类与P类相排斥，即所有的M不是P，所以，M类中的一部分（S）,必然也与P类相排斥，即所有的S不是P。[footnoteRef:34]“不中效”相当于三段论的第二格，推论依据如图2所示，其结构式为： [34:  参考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逻辑学基础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所有M不是P,
所有S是M,

所以，所有S不是P。

也可以用圆形的例子来解释这个结构式：

凡圆形是一中同长的图形；（效）
此图形不是一中同长的图形；（所效）
所以，此图形不是圆形。（中效）

可以看出，“效”式推论所运用的推论结构，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形式是基本一致的，只是二者的推理依据[footnoteRef:35]的出发点不同。亚氏三段论是基于外延类包含关系进行推演的，而《墨辩》侧重于对同一类事物本质属性的内涵分析概括。[footnoteRef:36] [35:  即三段论公理：对一类事物的全部有所断定（肯定或否定），那么对该类中任一事物也必定有所断定（肯定或否定）。]  [36:  亚氏三段论的外延类包含关系：小项（个体）必然包括中项（类）之中。《墨辩》则是根据“同法者必同类”的原理，“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是推理的基本假设。] 

辟。“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即辟是举他物以明此物，由个别推出个别。孙诒让《墨子间诂》注云：“毕云，辟同譬”。沈有鼎先生指出：“辟”就是一种类比推论。[footnoteRef:37]这种论式得以进行的依据是所举的“他物”与要明的“此物”之间存在的“同”。“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墨子·耕柱》）幼童骑马，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儿戏，这与大国攻打小国有所相同，故由“童子之为马”推出大国攻小国也是“不足用而劳”[footnoteRef:38]。由于“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小取》），这种方法在运用中容易犯“行而异”的错误。 [37:  参见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2页。]  [38: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墨子·耕柱》）这里也是“举他物以明之”，此物与另一物本质相同，举该物类比，以获得另一物与此物为同类的认识。] 

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即两个相似或相同的命题，做并列推论，或是在原有判断的基础上，改换为相类的“辞”（命题），从而推出新的判断。孙诒让说：“《说文》人部云：‘侔，齐等也’，谓词义齐等，比而同之。”胡适认为：“‘侔’，是用那一种辞比较这一种辞。”汪奠基指出“侔”相当于直接推理的附性法（有的逻辑教科书中称为复什概念推理）。[footnoteRef:39]“侔”式推论在《小取》中有例子： [39:  孙诒让、胡适、汪奠基的说法均转引自李匡武、杨沛荪主编：《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5页。]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
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
获，人也；爱获，爱人也。
臧，人也；爱臧，爱人也。

这是说，白马是马；骑白马是骑马。骊马是马；骑骊马是骑马。“侔”是在一个直言判断（性质判断）的主、谓项上附加齐等辞得到结论，而结论与原有的直言判断（可看作前提）中主、谓项之间具有包含（或说类属）关系。
“故”范畴在先秦逻辑中表示推论依据和推理前提，亦通过“辞”的形式来反映，即“辞以故生”。《墨辩》又将出故以立辞的过程称为“说”，即推理。[footnoteRef:40]“说”的形式又以类推为重点，墨家在类推的运用上和对类推所作的理论分析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演绎和归纳的方法往往是以类推推理的形式兼容并用，这与早期西方传统逻辑以演绎推理为中心的特点不同。《墨辩》并没有明确提出归纳、演绎等逻辑概念，虽然《墨辩》的论式在形式上与归纳、演绎颇为相似，但也不能被视为纯粹的归纳或演绎推理。 [40:  《经上》云：“说，所以明也。”这是《经上》给推理下的定义。《经下》云：“闻所不知若知，则两知之。说在告。”意思是闻而所不知，如果告诉所知的，那么就两者都知道，这就是“说”的告知的意义。] 

孙诒让1897年写信给梁启超，说自己对“《经》、《说》诸篇宏义妙旨，所未窥者尚多。”并“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亚里斯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缺，不能尽得其条理。”[footnoteRef:41] [41:  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转引自孙中原《论中国逻辑研究》，《哲学与文化——中国逻辑专题》台北：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第355期，第9－10页。] 

从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故、理、类”不仅是《墨辩》逻辑的三个基本范畴，也是《墨辩》逻辑中演绎推论的三个基本成分，并由此构成了“三物论式”。他们认为：“三物论式和三支论式一样，虽然偏重于论证的需要，其立辞（论证）的基本形式不像三段论式那样纯粹是一个严格的演绎形式和体系，但已经包含了演绎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它们在人类的思维发展过程中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都是正确推理的有效形式，因而在世界逻辑思想的发展史都应占有重要的地位。”[footnoteRef:42] [42:  参见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54－156页，转引自杨沛荪主编《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第113－114页。] 


3、推类中逻辑谬误的分析：谬误原因“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狂举不可以知异”，对“悖”的类推分析“言尽悖，悖”、“非诽之悖”。

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五行毋常胜。说在宜。（《经下》）
（推）谓四足兽，牛与，马与，物不尽与，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则俣[footnoteRef:43]。（《经说下》） [43:  “俣”与“误”通假，俣、俱形似误写。俣借为误，意为错误。] 


类推的复杂困难所谓在于名的大小。是说类的外延范围有大有小，超出范围，就会出现谬误。说四足兽，包括牛马，却不能包括所有四足动物，因为蛙、龟皆为四足却不属于兽类，四足动物的范围比四足兽更大，因此，如果依据四足的特征将某些四足动物比如青蛙归为四足兽的类，显然是错误的。为了避免因混淆物类概念外延大小关系而造成的逻辑错误，《墨辩》强调推类必须遵循考察的大小的原则。

假，必悖。说在不然。（《经下》）
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霍也。犹氏霍也。（《经说下》）

非真则乱，是所谓其根本不对。假，必定是不符合事实。把狗叫做霍（鹤），不符合狗的事实。
《墨辩》中提出“名”的定义为“以名举实”。在墨家看来，“狂举”是错误的“以名举实”，违背了“正名”的原则，因为犯了“彼此不可”的错误，即“彼且此也，此且彼也”[footnoteRef:44]，不能正确地区分物类。 [44:  《经说下》云：“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也。”] 


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经下》）
牛与马惟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经说下》）

这是说，举证不当就不可以知道本质的不同，是所谓不可妄言。以牛有牙齿,马有尾巴作为区分牛和马不是同类的依据,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牛与马都有牙齿和尾巴,不能以双方共有的属性来作为辨别的依据，这种属性不符合“偏有偏无有”[footnoteRef:45]的要求。相同地，若以牛有角,马无角为根据,来说明牛、马不同类,也是错误的。这是狂举。狂举就不能认识事物的差别。 [45:  《经说下》提出了判别物类的依据：“偏有偏无有”（“偏”字解为“遍”），即只有当一物类具有在其类中普遍具有而其他物类普遍不具有的性质时，这一物类才成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以名举实”的正确性。] 


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经下》）
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审。（《经说下》）

尽，“莫不然也”（《经上》）[footnoteRef:46]，“言为尽悖”意为“没有言不是荒谬的”，所以墨家对“悖”的类推分析：“言尽悖，悖”，即若“言为尽悖”，则“言尽悖”亦悖，因为这（言尽悖）也是一言，因此就构成矛盾，出现了谬误。这是由一般（普遍）到个别（特殊）的推论。 [46:  大意是：没有什么不如此。“尽”被视为全称判断。在“言为尽悖”是对“言”指称的全部对象的判断。] 


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经下》）
论非诽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诽，虽多诽，其诽是也。其理不可非，虽少诽，非也。今也谓多诽者不可，是犹以长论短。（《经说下》）

这是说，“诽之可否”不在于支持赞同的人多或少，如果有可批评之处，那么我们就可以“诽”。判断“诽”的可与不可要有一定的标准，并以之作为区分“其诽是”或“非”的根据。“诽”指批评，能不能对某人某事某言进行批评在于其是否符合道理。如果将欲批评的某事某言可以批评，“虽多诽，其诽是也”即使批评很多，这批评也仍然是对的。如果对方的道理正确，不可以批评，哪怕我方只批评很少，也是不对的。

非诽者悖。说在弗非。（《经下》）
非诽，己之诽也不非，诽。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经说下》）

“非诽”指否定批评，据信是道家的主张。老庄主张无名讷言息辩，认为批评会引发争辩，而争辩并无是非标准，所以他们一般反对批评的方法。墨家认为，“非诽”本身即是一诽，这就与“非诽”构成自语相违，自相矛盾。因此，判断“诽”要有一定的标准，并以之作为区分“其诽是”或“非”的根据。如果主张“不诽”，那么你自己的“诽”也就不对了，因此我们不能反对“诽”。

4、 结语——中国古代推类逻辑思想的形成

在现存的文献当中，“推类”最早出现在“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墨子·经下》）其后也在其他古代文献中多有出现，如《淮南子·氾论训》：“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王充《论衡·实知》：“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刘培育先生认为，可以将名辩学的“推理”称为“推类”，他说：“古代名辩学的推理是在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又称为推类。”[footnoteRef:47]也有学者认为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是一种依照类的同、异关系进行的推论。[footnoteRef:48]中国传统推论，以“类”为基础，以类比、归纳、演绎不同形式的朴素结合为鲜明特色，所以在笔者看来，“推类”就是对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推理理论的确切名称。“类”观念经过酝酿时期，其含义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footnoteRef:49]，演变为具有明确逻辑含义的基本概念。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对推类思想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与实践，对于推类的目的、推类的定义、推类的方法、推类的法则（类、故、理）、推类的意义和推类的谬误，以及与推类有关的名、辞、说等逻辑范畴都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形成了有关推类的理论，也就是形成了推类逻辑[footnoteRef:50]思想。 [47:  刘培育主编：《中国古代哲学精华》，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4－275页，转引自刘明明著《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第20页。]  [48:  参考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  [49:  类观念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的演变是指上文论述过的“类”转变为明确的逻辑范畴之前的概念含义，由于“类”与兽名、祭名有关的个别含义对研究类范畴的逻辑意义不大，且兽名还属于传说，故上文的节标题只言“从特殊到一般的演进”。]  [50:  根据中国古代逻辑推理的显著特点——“据类以推”而称之为“推类逻辑”，这与“数理逻辑”、“模态逻辑”等的取名是相似的。] 

孔子言“能近取譬”、“举一反三”等有关道德伦理和教育的方法就是以“类”为基础的，且已经具有从已知到未知的推论意识，但是孔子没有将“类”进一步抽象，没有对其思维方法的逻辑内容做出明确的理论阐释，也没有严格固定的推论方法。墨子比孔子进步的地方，就是他将“类”作为一个独立、固定的对象来研究，并在理论上深入阐释，提出思想论证的“察类”和“明故”的逻辑意识与要求，探讨了“类”和“故”的关系，还将推类作为有力的思想论证方法在论辩中普遍运用。孟子倡“举相似也”、“善推其所为”，进一步发展了“类”范畴和以之为基础的论辩方法。但是孟子的思想还不够成熟完善，在比附方法的应用中出现了“无类”的谬误。荀子道“推而共之”、“推而别之”继承并发展了墨家的“类”概念，揭示了事物类属联系的逻辑特性，提出根据类的包含关系进行推理，对推类逻辑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古代逻辑思维在墨子及后期墨家这里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墨子有‘察类’、‘明故’之说，后期墨家则有辞‘以类行’、‘推类之难’等等的讨论，就是证明，对于先秦时期的推类研究，墨家，尤其是后期墨家所获成绩最为突出。后期墨家在总结先秦时期推类应用的实践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推类作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相对系统的推类学说。”[footnoteRef:51]这种推类学说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推理和培根的归纳推理，自身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不仅总结和发扬了墨子丰富的辩学思想和辩学方法，还汲取了孔子以来的正名思想。后期墨家提出的，以类范畴为基础，以“达理”为目的，以“类同”为推理依据，以“以类为推”、“异类不比”和察类大小为基本原则[footnoteRef:52]，以“或”、“假”、“效”、“辟”、“侔”、“援”、“推”、“止”等为具体论式的推类逻辑思想，经由《经上》、《经下》到《经说上》、《经说下》，再到《大取》和《小取》篇，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和完整的总结，使《墨辩》立辞三物逻辑得以确立，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推类逻辑思想的最终形成与定型。 [51:  参见崔清田：《中国逻辑的推类》，《哲学与文化——中国逻辑专题》台北：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第355期，第54页。]  [52:  《墨辩》在深入探讨“类”范畴在推类中应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类为推”、“异类不比”和“察类大小”的原则。《经下》云：“止类以行之，说在同。”这就是说推类必须在确定的同类事物间进行，也就是以类为推。《经下》云：“异类不比，说在量。”“异类不比”就是强调异类事物之间因为存在性质和度量标准的不同，不能进行推类。《经下》云：“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这是说推类一定要考察类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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